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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现象”是由发展绩效、发展特征、发展条件、制度创新、“浙江精神”所共同展现的一

幅全方位图景；“浙江现象”的生成，赖于区位、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初始资本的累积优势，扬长避短的发

展战略和“浙江精神”的交互作用。内涵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现象”展现和

生成的各个方面，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浙江现象”并非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不对应形成的“错位现象”，

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以“区位”为共有解的“区位现象”。浙江的特殊性在于其

独有的展现和成因；发展条件在新形势下的转变可能会影响“浙江现象”的持续辉煌而须亟谋良策。

［关键词］“浙江精神”；“浙江现象”；解读；“区位图景”

［中图分类号］F4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6-0052-10

一、“浙江现象”

对“浙江现象”，可从发展效绩、发展特征、发展条件、体制创新（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及“浙江精

神”（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等五个方面来展现和把握。

（一）发展效绩

浙江省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效绩是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2003年，浙江国内生产

总值9395.00*108元，居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列各省、区、市第4位，与1978年的123.78*108元相

比，增加了75倍（指现价，若按可比价为21倍，下文括号中所列均为可比价），年递增率高达18.91%
（13.09%），显著高于全国同期平均的31.4倍（8.4倍）和14.92%（9.38%）；人均GDP20147元，居上

海、北京、天津之后列第4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13180元和5413元，低于

上海、北京均列各地区第3位；居民消费水平6451元，列上海、北京、天津之后居第4位）；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1.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50.73平方米，居上海之后列第2
位①。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有产业结构良性调整，财政收入的急剧增长和人口出生率的

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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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特征

浙江发展过程的突出特征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私经济和专业市场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0年以来更是迅猛异常：工业产值占全省的比重，在1993年占“半壁江

山”，1995、1996、1997年相继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四分天下有其三”和“五分天下有其四”。1998
年，浙江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168.42*104户，从业人员420.7*104人，注册资金813.7*108元，实

现工业总产值4800*108元，国内生产总值1390*108元，占到全省的28%和50%；作为“市场大省”

的浙江，1998年有各类商品市场4619个，成交额3209*108元，分别比1978年增3.4倍和372倍。其

中，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373个，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当年成交额高达196.8*108

元和180.2*108元，居全国第一、第二位，商品市场成交总额、超亿元市场数和单个市场年成交额三项

指标，多年来保持全国第一［1］（pp.51-54，200-203，226-228）［2］（p.5，69，75；pp.80-83，86-91）［3］（pp.86-87）。

表1 浙江等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科技和教育水平

地 区

项 目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福建 山西 陕西

人 口
104人 7954 7406 9125 4680 3488 3314 3690
人／km2 442［10］ 694［4］ 581［6］ 444［9］ 281［16］ 211［19］ 179［22］

外资利用 104美元 1133400［1］1018960［2］473404［3］307610［7］383837［5］21164［22］36005［19］

水资源 104m3／km2 92.99［3］41.55［14］18.71［19］ 85.63［6］ 80.96［7］ 6.82［26］20.17［18］

森林覆盖率 % 45.81［4］ 4.51［26］12.58［20］ 50.830 60.52［1］11.72［23］28.74［12］

环境支持系统指数 50.09［5］44.84［13］42.49［19］ 52.43［3］ 48.47［7］29.30［31］37.88［26］

生存资源禀赋指数 52.82［13］49.04［17］47.23［20］53.94［10］ 55.60［7］39.82［26］50.59［16］

区域生态水平指数 72.14［5］ 70.73［8］59.78［16］ 80.98［2］ 72.14［6］ 40.06［2］46.46［25］

国内生

产总值

108元 13625.87 12460.83 12435.93 9395.00 5232.17 2456.59 2398.58
% 11.62［1］ 10.63［2］ 10.61［3］ 8.01［4］ 4.46［11］ 2.10［20］ 2.05［22］

104元／km2 758［7］ 1167［4］ 792［6］ 891［5］ 422［9］ 157［18］ 117［21］

元／人 17213［5］16809［6］13661［9］20147［4］14979［7］7435［19］6480［24］

文 盲 率 % 5.17［2］ 7.88［13］10.75［23］ 8.55［15］ 9.68［19］ 5.68［4］ 9.82［21］

人

口

受

教

育

程

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大学

研究生

人／106人

33117［19］32882［20］32755［21］36650［12］37760［10］31779［23］34438［14］

36681［7］36365［9］36649［8］33353［17］33544［16］38921［5］33105［19］

9600［8］10176［6］7503［19］8379［13］7262［23］8191［14］9353［11］

3328［12］2903［20］ 3552［9］2406［29］3480［10］3398［10］3002［19］

2401［14］2543［11］2270［15］2081［18］1948［21］2415［13］ 2585［9］

1065［12］ 1296［8］1024［14］1049［13］ 973［16］ 969［16］ 1525［6］

91［6］ 80［9］ 43［16］ 66［10］ 47［13］ 38［18］ 92［5］

教育程度

综合水平

年 8.07［7］ 7.76［11］ 7.58［17］ 7.51［20］ 7.50［21］ 8.02［8］ 7.71［15］

分 11.61［10］ 11.66［9］10.66［14］10.40［17］10.27［21］ 11.68［7］11.41［11］

技术人员 人／104人 251［14］ 223［18］ 257［13］ 241［16］ 246［15］ 277［9］ 271［9］

人力资源能力系数 11.15［4］ 10.87［5］ 6.99［10］ 10.33［6］ 5.61［15］ 6.22［13］ 4.94［20］

*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科学出版社2004年

版。“［ ］”内数字为在全国的位次。

（三）发展条件

从限制性条件看，浙江发展的背景为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口受教育程度、经济基础相对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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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偏低。浙江为中国人口稠密、资源匮乏，“资源瓶颈”强烈的省区之一，人口密度444人／km2，列

各地区第9位；人均耕地0.045hm2（为1996年土地详查数，2003年统计数为0.034hm2列各地区

第27位）；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95%，工业发展所需主要矿产省内几无。浙江人口所受教育程度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人口文盲率8.55%，平均受教育年限7.51年，教

育水平综合均值10.40分，分别居各地区第15位、20位和17位，每万人中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41人（2002），居第16位（见表1）。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东西关系、台海形势和

“三线转移”），浙江处于不大受关注的战略地位和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1952—1978年，国家对

浙江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累积仅411元［1］（p.31、36）［2］（p.32、46），由此造成经济特别是工业基础

的相对薄弱。

二、“浙江精神”

（一）“浙江精神”

1.“浙江精神”。“浙江精神”指孕育于传统文化，经自然、社会环境历练代代相承，并在改革开

放以来通过制度创新、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强化和提升的一种属于浙江民众的精神。这一精神或被

看作“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究实效”，或被视为“自主敢为，务实拼搏”，或被概括为“自

主、拼搏、务实、变通”［2］（pp.212-215，241-243）［3］（pp.4-6）［7］（pp.153-159）。本文将之归结于“自主”、“求利”、

“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和“务实变通”五个方面。“自主”指自己做主决定自己的事情，通过自己的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自主”意味着对依赖思想、“宿命论”的摆脱和“个体自觉”———“自强自主、

自立自决”的实现。“求利”指牟利赚钱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包括求利的目的性、求利的正当性即

合道德性，体现着自然人性的回归和经济理性。这一理念的张扬，意味着对“耻于言利，羞于经商”

传统观念的扬弃。“开拓创新”指敢想敢干、敢闯敢冒、敢向权威挑战、敢于冲破旧体制、敢为天下先

的大无畏气概；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实践，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的开拓

创新精神———是对保守封闭、瞻前顾后、畏头畏尾、犹豫不决的摈弃。“拼搏进取”是一种吃苦耐劳、

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精神，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顽强的野草，而“走遍千

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则是其真实写照。“务实

变通”，“务实”指不盲从、不张扬、不图虚名、不赶时髦，不尚空谈、不坐而论道，轻形式重内容，注重

实干，以实干求实效，以实效作选择（评价尺度）；“变通”精神指勤于思考、勇于探索、观念灵活、善于

变通、不拘形式，体现了对条条框框、思维定势的抛弃。

2.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人口素质指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包括身体素质、科学

文化素质、精神素质、劳动质量、生存水平（生活质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8］（pp.19-22）；人力资源指作

为资财之源的人力（人的能力），与自然资源概念对应，包括人口素质除生存水平之外的其他要素；

人力资本指作为资本的人力，即具增殖能力的人力，与物质资本的概念对应，其要素与人力资源同。

人口素质、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之间的区别有三点。其一，人口素质是从内在价值出发对人口质的

界定，只有质的规定而无量的要求；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从外在（工具）价值对人的能力的界定，既

有质的规定又有量的要求。其二，元（要素）同义不同。元同，既表现在各要素内在所指在各种规定

下的不变，又指各种规定在要素层面不同程度的重叠；而同一要素，在不同规定下所体现的含义则

不相同———高科学文化素质所展现的，从人口素质角度来看是某一人在能力展现方面的高质量，或

人全面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而对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来说，则分别意味着该人在其展现方面获

取资财、配置资源、增殖资本的高能力。其三，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体现。以上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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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素之间，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体现；在系统之间，同一要素又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进而呈现多重

性：某一要素在展现自身的同时，又展现着系统其他要素和所在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或是该要素

处于某一系统的同时又属于其他系统。由是，“浙江精神”所展现的便不只是民众的精神状态，而且

还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质量，进一步而言，还代表着浙江的人力资源和人

力资本状况。

（二）“浙江精神”的文化传承：“浙江精神”的孕育和历练

“浙江精神”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并历经磨炼。“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数，厚于滋味。善进

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是对浙江传统文化最本质的概括。其一是经世致用、崇尚事功的功

利主义价值取向。“善进取，急图利”、勤劳务实的功利主义，既与经济的繁荣相辉映，形成南宋以来

“江浙人文渊薮时代”，又始终贯穿于浙江的思想学术之中，并被上升到哲学高度，其结果是功利主

义和“工商皆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广泛认同。其二是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自然人性论和主体性精

神。“好淫乐”、“厚滋味”所带来的，是对工艺美术发达的刺激、“奇技之巧出焉”和一代又一代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的能工巧匠的产生。其三是重商传统和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其四是顽

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在遭遇西方文化挑战和回应正统文化（中原文化和1950年以来服务

于计划经济的“显文化”）的过程中，浙江传统文化显示并历练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使“人性柔慧”

不断强化，重商传统、功利主义、自然人性论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形成文化的开放性和人的开拓进取

精神。其 五 是 大 众 性。这 是 浙 江 文 化 顽 强 的 生 命 力 和 经 久 不 衰、影 响 力 巨 大 的 根 本 性 因

素［2］（pp.207-208，211-218，241-246）［3］（pp.41-57，64-75，103-107）；［7］（pp.165-175）。

江南早期工业化是“浙江精神”和浙江人力资源蕴孕和历练的一个重要时期。据李伯重的研究，江

南（江浙一带）早期（晚清）广泛而深入发展的工业化（手工业）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农村“过度工业

化”和大量劳动力参与。农村工业化、商业化的发展，使工业的发展与农业不相上下乃至超过农业，致“农

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湖州南浔镇）。其二是行业十分广泛。江南的早期工

业，以纺织（棉、丝）和食品（食物加工、酿酒、制茶、食物再加工、制盐、榨油等）为主，此外有成衣、日用百

货、烟草加工、造纸、印刷、工具制造、建筑业和奢侈品等。其三是外向型。原料（材料、燃料）多采自江南

以外，产品销往国内和国外。其四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组织化（账房制度）和竞争的发展。其五是劳

动者素质的提高。“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维刺绣，工巧百出，他

处效之者莫能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既在于脱盲和“读、写、算”能力培养的“大众教育”的开展，又在于

分工和长期专业化训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农妇每年纺织长达二百多

天，更 在 于 竞 争 的 推 动 和 市 场 化、组 织 化 对 劳 动 者 独 立 经 营 能 力、组 织 能 力、市 场 意 识 的 培

养［5］（pp.18-29，40-45，49，78-97，101-126，142，189-192，203-206，211-216，427-429，437-439，443，450-453，500-514）。

（三）“浙江精神”与“浙江现象”：“浙江精神”的强化

“浙江现象”是“浙江精神”的载体。“精神”是通过“现象”体现的，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

“浙江现象”便无所谓“浙江精神”。而“浙江精神”是由浙江传统文化孕育，在改革开放特定历史条

件下以“浙江现象”为参照，并在“浙江现象”形成过程中得以强化的一种“精神”。“浙江精神”既体

现于“浙江现象”之中，又是“浙江现象”的重要展现；既是“浙江现象”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又在“浙江

现象”的形成、两者的正反馈循环中得到强化和提升。“自主”、“求利”、“开拓创新”、“拼搏进取”、

“务实变通”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现象”成因的各个方面，故同样可以说，没有“浙江精神”也

不会有“浙江现象”———没有“浙江精神”，便难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较全面的人力资源优势，浙江人

民便不会有强烈的创业冲动进而形成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和不断的制度创新，便不能有效抓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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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失误带来巨大市场空间的机遇并形成资本初始积累的优势，便不会有民营资本的壮大、乡镇

企业的异军突起和个私经济的蓬勃发展，便不会有“市场大省”的形成和“轻型”经济结构、“两头”在

外战略的顺利实施，同样，也不会有政府的“无为而治”⋯⋯

三、“浙江现象”解读

“浙江现象”之主要成因，可归纳为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制度创新优势、初始资本累积优

势、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和“浙江精神”（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等六个方面。

（一）区位优势

1.区位优势。东西关系、台海形势的缓和扭转了浙江的战略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则使其之区位

优势得以显现和充分发挥。凭借地处沿海、交通方便、信息通畅、邻近上海，有利于吸引中外资金、

技术、人力的优势，浙江在改革开放以后便很快成为中国沿海经济增长极（地带）的发展中心之一。

1980年以来，东、中、西发展阶梯式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中国经济密度（104元／平方千米，2003）位列

前10位省、市基本分布在东部和沿海，即是优势区位对发展根本性的有力证明：上海（7587*104

元）、北京（2232*104元）、天津（2054*104元）、江苏（1170*104元）、浙江（891*104元）、山东（792
*104元）、广东（758*104 元）、河南（426*104 元）、福建（422*104 元）和辽宁（405*104 元）

（见表1）。

2.生态（环境优势）。浙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光照充足、

生长季节长、植被覆盖度高、物种多样性丰富、地势起伏较小，是中国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之

一。森林覆盖率50.8%，居各地区第3位；多年平均降水量1604毫米，水资源总量955.41*108立

方米，每平方公里85.63*104立方米（2002、2003年平均），排各地区第6位，为全国平均（28.7*104

立方米）的3.21倍。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4年），2001年浙江环境支持系统指数52.43，

排在西藏、海南之后居全国第3位，区域生态水平指数80.98，仅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生存资源禀

赋指数53.94，列全国第10位（见表1）。

（二）人力资源优势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初步工业化阶段和进一步工业化阶段初期，浙江人力资源满足了生产对劳

动力质和量的需求，并具较为明显的优势。

1.人口受教育程度满足了生产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明显

的阶段性。据马淑鸾等（1992）对中国人口素质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初步工业化阶段，衡量劳动力质

量是否适应生产发展的主要指标是小学普及率，转入进一步工业化阶段是中学普及率，对高级人才

的需求，则来自高等教育及人才的引进［4］（pp.40-47，338-350）。对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多数地区来说，

人口受教育程度并未构成对发展的制约。而到近期，浙江人力资源又有显著提高———2000年每10
万人口中的大学生、研究生数排全国第13位和第10位，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4），

1999年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10.33，居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之后列全国第6位（见表1）。

2.具经商传统，市场意识强，有大量求利、外向型的劳动者及一大批独立经营者和能工巧匠。

在传统重商文化长期熏陶下，早期工业化形成的观念、习俗、技能代代相承，为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各

行各业的发展准备了一大批具独立经营能力的小企业家、大量的能工巧匠和具经商传统、市场意识

强、求利、外向型的劳动者（参见本文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工业化的实践，则使其资源配

置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而这又恰好满足了“新增长理论”关于收益递增的“外在效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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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主要条件———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产出增长的决定性因

素［6］（pp.304-305）。

3.有着更能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劳动者。人多地少和计划经济“边缘群体”（有限

制而少保护的“体制外群体”）地位形成的甚于其他地区的生存压力、体制压力，为浙江改革开放以

来的发展准备了大量比其他地区更能吃苦耐劳、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劳动者。

（三）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优势

1.广大群众强烈而持续的创业冲动。浙江广大群众强烈而持续的创业冲动，首先来自巨大的

生存压力。其一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形成的人口和资源压力，其二是计划经济束缚，尤其是处于

计划经济“边缘地带”之“边缘群体”地位所面临的“体制压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晚清以来作

为江南富庶之地所形成的美屋华服、“厚滋味”传统文化习俗的向往。而当强烈的创业冲动变为美

好的现实时，又进一步被强化并持续下来。

2.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和不断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降低单位交易

费用、激励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调整收入分配等使主体获得最大潜在利益的活动，过程是“制度

创新—制度均衡—制度再创新”［2］（p.61）［3］（pp.77-78）。“浙江现象”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可归于其体

制改革的先发和不断的制度创新。而浙江成为富于创新、创新多发和不断创新地区的原因，一是作为

“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有约束而少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给这一地区带来更大的“体制真空”，这同

时也因为“创新空间”以及旧体制对人们观念创新的阻力较小；二是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制度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为制度创新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和支持；其三是广大群众强烈而

持续创业冲动所形成的经久不衰的制度创新动力［1］（pp.113-118，131-133）［2］（pp.23-31，61-65）［3］（pp.77-79）。

3.宽松的改革和创新环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支持和引导改革的政府“无作为”政策，给改革

和创新提供了宽松环境，是体制改革成功和制度不断创新的关键。其之要义，一是需求诱导型与供

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结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专业市场的自主发生和政府推动；二

是避免旧体制阻力，使制度变迁代价最小化的“渐进式增量改革”［1］（pp.131-133）［2］（pp.62-67，159-168）。

（四）初始资本累积优势

1.计划经济失误带来的机遇———巨大市场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长达30年的时

间里实施了一条重城（市）轻乡（村）、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

了农村的凋敝、国民的贫困和生活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计划经济的失误，使改革开放后国民对物美

价廉生活日用轻工产品的有效需求十分强烈，进而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这一机遇的存在，使浙江

有可能率先掘到“第一桶金”，形成资本初始累积的优势和民营企业的强大、民营资本的雄厚，在作

为对政府、外资推动替代的同时，又以其强烈的市场取向有力地支持、推动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2.“轻、小、加”的工业优势、商业优势与巨大市场的占领。浙江“轻、小、加”的工业优势和商业

优势，既承之于江南早期工业化以来的传统，又发扬于改革开放前后的当代。正是凭借这种优势，

浙江才能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轻工日用品并迅即占领全国各地市场，率先掘到“第一桶金”：1992
年，全省轻工业产值达到1586.3*108元，人均3735元（全国1493元），分别排江苏、广东、山东和

上海、天津、北京之后居全国第4位；工业产值的比重升至63.5%（全国47.2%），与广东（64.2%）、

福建（64.1%）同居全国前列。该年，化纤布（5.03*108米，占全国的23.0%，下文仅列百分比）、呢

绒（3347*104米，9.9%）、丝（2.03*104吨，27.4%）、麻袋（0.78*108条，12.7%）、罐头（31.43*
104吨，14.0%）、日用精铝制品（1.40*104吨，17.1%）产量居全国第一，饮料酒（172.93*10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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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缝纫机（88.24*104架，10.6%）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位①。

3.人力资源优势与初始资本累积的实现。大批具有独立经营能力的小企业家和能工巧匠，大

量具经商传统、市场意识强、敢冒风险、吃苦耐劳、走南闯北的劳动者，使浙江得以利用“轻、小、加”

的工业优势和商业优势，抓住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率先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累积，并

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五）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

“轻、小、民、加”（轻工业、小企业、民营企业、加工业）的经济结构，既有效地化解了浙江能源不

足、原材料匮乏的资源瓶颈（轻工业），又使浙江有可能抓住计划经济失误造成的巨大市场空间而率

先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累积；既适应了国有企业和重工业薄弱的省情，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

间和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优势，小企业利用了劳动者独立经营的能力，加工业则为各行各业的能

工巧匠提供了大展才华的平台。这一经济战略既是对早期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借鉴，又是对“轻”工

业省情的适应、光大和再创新。为缓解“资源瓶颈”，发挥轻工业、加工业的优势和扩大市场，浙江还

实施了（资源、产品）“两头”在外和建设“市场大省”的战略，并形成“轻、小、民、加、贸”内在统一的经

济结构。没有这一扬长避短的“轻”型经济结构而求大、求重，也许就不会有浙江的今天。

（六）“区位现象”

1.“错位论”。“错位论”视“浙江现象”为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错位，特别是低人口受教育程度

与高速经济发展不对应的一种“错位现象”。该论断的主要认知背景是，人口受教育程度高是经济

起飞的关键（该论断为二战后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明），由是，浙江经济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

况下的高速发展便成了一个“谜”———“浙江之谜”，同样，陕西、山西经济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情况下的滞后（表1）也成了“谜”———“陕西之谜”、“山西之谜”。按照“错位论”的逻辑，这些“谜”的

“谜底”只能是“浙江精神”。“错位论”对“浙江现象”的提出“浙江现象”和“浙江精神”研究的推动，

其历史作用无疑是显著的，而隐含的问题是可能影响了对“浙江现象”的科学界定、正确解读和深入

研究，也不利于对“浙江精神”历史作用的准确把握。概略而言，这些问题中，一是对包括受教育程

度在内的发展条件的过低判断，而这也正是“错位论”的基点，否则，便不存在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

的错位，也便没有“浙江现象”和“浙江精神”；二是把“浙江现象”看作是一种特殊现象；三是对“浙江

精神”的（无意识）拔高，发展效绩多么之好，发展条件又那么之差，由此，作为错位谜底的“浙江精

神”之“高”，便同样成了一种逻辑结论。对错位的解释还有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产

权，即浙江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和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或浙江人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或人力资

本产权（控制权、经济权）残缺程度通过制度创新的降低———作为人力资本承担者的个体有着较高

的对自身使用的支配权和经济索取权［9］（pp.47-48）。这些解释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并不能回答

或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体制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产权残缺程度在东中西存在的地域

差异。

2.“图景论”。“图景论”视“浙江现象”为发展效绩、发展特征、发展条件、体制创新、“浙江精神”

等所展现的一种全方位综合现象。由此，避免了“错位论”对“浙江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或对“浙江

精神”的拔高。对“浙江现象”、“浙江精神”———浙江成功经验全方位的总结和深入研究，也正是在

“图景论”的视角下广泛展开的，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也都贯穿和体现着这一观点。

3.“区位—图景论”。笔者倡导的“区位—图景论”只是对“图景论”的些许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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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浙江现象”是一幅为发展效绩、发展特征、发展条件、体制创新、“浙江精神”所全方位展

现的宏伟图景，而作为这一展现之根本的发展效绩———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一种“区位现象”和“共有现象”，其共有解是“区位”———在由这一普遍现象构

成的宏大地域图景中，璀璨的“浙江现象”乃是这幅相互辉映图景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事实上，走在

发展前列的浙江，同广东、江苏、山东等仍属同一方阵———浙江人均GDP最高，广东、江苏则分别在

经济总量、经济密度上居首，若江苏人口密度与浙江相同，则其2003年人均GDP将为浙江的1.3
倍而有26284元（表1）。此外，当我们把“浙江现象”视为一幅图景，特别是区位图景的一部分时，

便从机制上消除了对“浙江现象”解释的片面性和对“浙江精神”的拔高。

第二，“浙江现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展现和成因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寻求发展，可谓

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江苏的政府发动和乡镇企业，广东的外资利用（表1）和个体经济，在浙

江，则为民营资本、专业市场和“浙江精神”。

第三，沿海各地的发展条件各有优劣（表1），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在总体上的低位运行，使各

地区的差距并不显著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浙江的发展条件并不像“错位论”认为的那么差，而

是限制与支持并存，且总体为优，即在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之间，并不存在足以导致“错位论”界定

的“浙江现象”产生的错位，否则，便不会有“图景式”、“浙江现象”的生成。事实上，如本文以上所

述，浙江存在不少推进发展的优势，如人力资源优势、轻型经济优势、商业优势、生成“浙江精神”的

文化传承优势；而一些限制条件，其实并不存在（如受教育程度对发展的制约），或不那么显著（如经

济基础），或在发展过程中被有效化解而成为发展的动力（如“资源瓶颈”对“轻”型经济战略的推动，

重工业基础薄弱减少了轻工业发展的结构性阻力，“边缘地带”与“体制真空”的形成，“边缘群体”与

强烈创业冲动的形成和对制度创新的有力推动等）———由此，改革开放以来以区位为背景的“浙江

现象”的生成，便是一种从逻辑到条件的必然。

第四，中国东部，尤其是包括浙江在内沿海各省的发展。在历史上都具较内地有利的区位优

势———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扼制了这一优势而导致普遍的贫困化，改革开放则使这一优

势在市场条件下得以发挥，由此带来中国东部、沿海的率先发展和“浙江现象”的生成。

（七）余论

一切事物皆处于永不停息的流变之中，一切结论都以一定的历史“时—空”为背景而非一成不

变。如前所述，在初步工业化阶段影响发展的条件，有的并未发生作用，有的被化解或转化为推动

力量，而随着发展向高度工业化的推进，生成“浙江现象”的条件再一次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从对发

展的限制看，这些变化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被化解了而在新形势下重新凸现的制约因素，如

“资源瓶颈”；第二，优势转化为劣势的因素，如资本的小规模；第三，优势面临巨大挑战的因素，如

（原料、产品）“两头在外”的战略；第四，优势不再或显著减弱的因素，如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第五，

作为发展代价而新生成的限制因素，如“生态（环境）瓶颈”；第六，当时未构成限制而今后影响将愈

加显著的因素，如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浙江未来发展———“浙江现象”持续

辉煌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须有由政府发动的政学合作，多学科参与的广泛、深入的全方位研究。

此外，作为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和强化的“浙江精神”，既不等同于现代（理性）资本主义

精神，也非全然为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它在推动“浙江现象”生成的同时，仍存在一些影响发

展之处而亟待进一步的提升［3］（pp.206-219）［7］（pp.178-183）。

95第6期 原华荣：“浙江现象”解读



［参 考 文 献］

［1］胡祖光，曹旭华.浙江所有制结构变革与经济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万斌，汪俊昌，陈兴华，等.浙江改革开放20年的理性思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祁茗田，陈立旭.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潘纪一，马淑鸾，王瑞梓.人口素质与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洪银兴.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万斌，谷迎春，卢敦基.学者视野中的浙江文化大省建设［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8］原华荣.人口与发展［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9］朱晓明.浙陕人力资本与经济的错位玄机［J］.瞭望，2005，（4）：47-48.

［责任编辑 江予新］

AnAnalysisof*+,-.ian/0,-no1-non*
YUANHua-rong

（Populationgand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

Zhejian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2s34a53："ZhejiangPhenomenon"isapanorama，whichisexhibitedbydevelopmentperformance，

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developmentconditions，systeminnovations，andthe"ZhejiangSpirit".
"ZhejiangSpirit"，rootingitselfintraditionalcultureandregionalresourcesandfocusingon
"independence，seekingbenefit，exploitationandinnovation，strugglingforprogress，andchanging
accordingtothereality"，isthekeyfactorsinceitisthecauseoftheformationofotheraspectsof
"ZhejiangPhenomenon".Theestablishmentof"ZhejiangPhenomenon"isajointworkofthefollowing
factors：Zhejiang’sgeographicallocation—Itisonthecoastlineandhasexcellentecological
environment；Zhejiang’shumanresources—Itconsistsofalargequantityofoutgoingentrepreneurs
andskillfulartisanswithbusinesstradition，marketingconsciousness，thedesiretoseekbenefit，and
excellentabilitiestocollocateresources；Zhejiang’sadministrativesystems—Ithastheadvantageof
makinginnovationsearlierthanotherprovinces；Zhejiang’scivilianoperatingcapital—Ithasahuge
accumulationcreatedbythemistakeofplannedeconomy；Zhejiang’s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y—

Itischaracterizedby"light，small，civilian，process，trade"and"twosides"（material，product）.All
oftheabovefactorsarecrucialto"ZhejiangPhenomenon".Wecannotinterpret"ZhejiangPhenomenon"
ifanyoneofthefactorsisleftout.Someofthedevelopmentrestrictingfactorsarebeingeasedoff，like
the"lightindustrytype"and"twosides"strategywhichallowZhejiangtoavoidthe"bottleneckof
resources"；othersaretransformedtomotivationforinnovationanddevelopment，like"system
pressure"and"resourcepressure".The"DislocationTheory"regards"ZhejiangPhenomenon"asthe
imbalanceofdevelopmentperformanceanddevelopmentconditions，includingtheimbalanceoflow
populationeducationlevelasagainstahigheconomicdevelopment.Thecauseof"Dislocation
Phenomenon"maybe"ZhejiangSpirit"，maybesysteminnovation，maybetheabilityof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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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cationofZhejiangpeople，ormaybethereductionoftheimperfectionlevelofpropertyrightof
humancapital.Alloftheseinterpretationsimpelpeopletostudy"ZhejiangSpirit"，toinnovatesystems
andimprovethehumanresources，butunilateralismofthoseinterpretationsandtheriseofresearch
objectareharmfultotheobjectiverealizationof"ZhejiangPhenomenon".Themainstream"Prospect
Theory"avoidstheshortageof"DislocationTheory"ininterpreting"ZhejiangPhenomenon".This
theorystudiestheexperienceofZhejiang’ssuccess.Theauthor（"Regional／ProspectTheory"）thinks
thattherearebothsupportandconstraintinZhejiang’sdevelopmentcondition."Zhejiang
Phenomenon"beganintheeastcoastofChinawhenChina’sReformandOpening-uppolicywasfirst
putintopractice.Inhistory，easternChinaandthecoastalareashaveasignificantregionaladvantage
overtheinland.ThisadvantagewasnotdemonstratedinthePlannedEconomyPeriod.Zhejiang’s
civiliancapitalmakes"ZhejiangPhenomenon"differentfromthoseofJiangsuandGuangdong.The
formerprovincereliesongovernmentinterventionwhilethelatterreliesonforeigncapital.
Keyword：ZhejiangSpirit；ZhejiangPhenomenon；analysis；regionalpanorama

本刊讯 2005年10月13日至17日，由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及法国保罗塞尚埃克斯马赛第

三大学欧亚研究所主办，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承办的“中法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学术研讨会”在杭

州隆重召开，数十位中法行政法学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各位中外专家分别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和法国的

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现状，并共同探讨了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概念界定、公共利益和公共用益的区分，

以及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程序设计、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救济途径等重要问题。本次会议研讨氛围热

烈，互动交流积极，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刊讯 2005年9月19日，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区餓教授应邀为浙江大学外

语学院师生作了一场别开生面且生动活泼的学术报告———“漫谈研究：处理好人文社科研究的几种关系”。

区教授指出，“研”者“磨”也，“究”者“穷”也 ，并辅以“两次鸦片战争中白银的流向”等例子，深入浅出地说明，

研究要跳出学科的樊篱，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关于如何处理好研究中的几种关系，区教授更是现身说法，

告诉听众“发散与收敛的思维方式”两者在研究中的不同作用和贡献；“有心与有力”因课题来源不穷，治学

需要“不疑处有疑”；“广博与专精”则劝导大家要努力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区教授的讲座对广大师生

颇有启迪作用。

本刊讯 2005年10月18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周谷平教授代表学院与英国Bristol大学东

亚研究中心主任莫家豪教授签订了旨在推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与英国Bristol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合作

和交流的友好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将在自愿、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师生交流

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和交流。周谷平教授代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对莫家豪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

迎，并表示将全力推进和拓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双方均表示将就合作交流的细节作进一步的磋商，争取早

日达成实质性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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